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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針對中國社會福利擴展的研究，社會抗爭論認為地方政府透過

增加社會支出、提升人民福利，來避免維權抗爭並維持其統治正當性。也

有說法指出，地方官僚、地方財務狀況，和地方經濟發展程度，會對該地

社會福利表現造成影響，導致資源分配不均。與此同時，中央政府自計畫

經濟時期以來，偏重工業的發展目標，以及仰賴戶口制度規範社會流動的

治理模式，亦造成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社會福利發展差距。在此背景下，本

文的關懷議題為究竟中國地方福利差距是否依舊存在？同時，影響地方福

利擴張的主要因素與關聯因子為何？鑑此，本研究選擇創新性也相對公平

的社會福利政策「最低生活保障」作為研究對象，搜集 2007年至 2022年
間中國 31省的政經數據，並透過縱貫分析法進行研究。研究設計上，以
各省取得低保的人數比例和低保標準作為依變數，觀察省級政府提供社會

福利的資源豐沛與慷慨程度。同時引入社會穩定程度、各省財務、貿易開

放程度與城鄉差距等政經數據作為自變數。根據實證分析結果，低保政策

在各省的城鎮與農村間，不僅具有明顯的施行差異，分配規則亦存在不一

致的情況。其中甚至出現經濟發展愈差、城鄉差距愈大，則農村低保資源

愈不足的現象，顯示中國政府以城鎮為發展重心的做法實際上並未改變，

依舊對於各省福利差距相當具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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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社會福利迅速擴張。中央政府不但建立涵蓋城鎮
與農村的社會救助與醫療保險系統，

1

１也逐步規範勞動保護，
2

２以及進行城鄉一體化

改革。
3

３近年來中央政府更陸續提出和諧社會、脫貧攻堅與共同富裕的治理目標，

除了具有強烈的政治宣傳意涵外，皆提到「完善收入分配」，「提高社會保障力

度」以及「扭轉城鄉與區域差距」的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網，2006；新華網，
2015；人民網，2021c）。2021年 2月，中央政府更宣稱已經透過各項政策舉措，
讓境內各地全面脫貧（BBC中文，2021；人民網，2021a）。在此同時，政府也強
調社會福利制度建置相當迅速且充足，譬如國家衛健委於 2018年宣布基礎醫療保
險覆蓋率已經超過 95%，惠及所有國民（新華網，2018；國家統計局，2021）。
同時，城鎮化發展進程也相當穩定：2011年的城鎮化比例達到 51.27%，城鎮人口
正式超越農村人口（張占斌，2013）。

然而，與改革開放的零碎威權主義邏輯相同，中國社會福利發展及支出，主

要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僚負責承擔（Guo, 2009; Selden and You, 1997）。因此，類
似於全球化背景下，部分發展中國家為求提高競爭力，進而刪減社會福利支出以降

低生產成本的作為，中國各地也出現尋求提高投資吸引力，或者因為地方政府財務

能力不足，造成社會政策績效不佳，或者減少社會福利支出，而導致的逐底競爭

（race to the bottom）現象（彭浩然等人，2018；Van Der Kamp et al., 2017）。所
以縱使部分沿海省市的居民，確實因為近年來快速發展的經濟紅利而受惠，得以取

得不遜於西方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但是由於交通不便而發展不利、或者人口基數

過於龐大的省分，地方政府沒有財力與資源發展社會政策，居民便依然處於收入與

註１	  1993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出現，1999年推廣到所有城鎮，2007年覆蓋全境鄉鎮。醫療保險則分別是
2003年新型農村合作保險，和 2007年城鎮基本醫療保險。

註２	 2008年《勞動合同法》及 2011年《社會保險法》訂立，成為全國勞工保護的法源。
註３	  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分別在 2014年與 2016年統合為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與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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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共資源絕對、也相對不足的狀態（Liu and Li, 2016）。於是，造成現今中國
社會面臨絕對貧窮尚未完全根除、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外，社會福利資源缺乏與分

配不公平所導致的相對貧窮隱憂亦日漸浮現（Gustafsson and Sai, 2020; Westmore, 
2018）。

易言之，縱使改革開放帶來高速經濟增長，輝煌的成果背後卻隱含社會福利

及社會保障不足、資源分配不均，以及區域發展偏頗的社會問題（Peng and Wang, 
2010）。不僅如此，研究發現中國社會政策達到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的
成效，相對於所花費的財政成本而言並不明顯（Qian, 2021）。實際上居民因為籍
貫、世代、職業，尤其是所在地等特徵而獲得不同保障，進而在收入、資源差距與

矛盾都有進一步加深的現象（Du, 2013; Duckett, 2020; Qian, 2021）。由此可見改
革開放後至今，中央政府治理方針雖然由發展優先轉為強調公平分配，可是，目前

社會保障與再分配效果，仍然因為城鄉、地區、居民職業等因素而有所區別。其

中，根據以往相關研究與理論，資源分配的區域差異相對顯著（Dollar, 2007; Liu 
et al., 2017）。

由於區域、省市和城鄉之間，在地發展、地方官僚與地方政府財政的狀況大

為不同，實務上各地社會政策因地制宜而導致社會福利有所差異，本來無可厚非

（Guo et al., 2022）。但是福利差距卻相當不利社會總體發展與公平性，影響福利
制度的可持續性。基於此問題意識，本研究進行中國個別地方政府間社會政策的比

較研究，我們主要關懷的議題為各省福利發展是否依然有所差距？什麼是導致各省

社會福利有所不同的原因？同時也進一步討論這種福利差距對於中國未來發展可能

造成的影響。為了檢視社會福利是否存在差異，考量社會救助是領受者本身條件差

異最小的社會保障，不似醫療保險與年金有職業區隔，本研究將由社會救助的領域

切入，探討中國地方福利差距議題。

本研究選擇社會救助項目中的「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簡稱「低保」）為研究

對象。低保始於 1990年代，當時雖然經濟高速發展，社會不均程度也急遽擴大。
其中尤其國企改革的浪潮導致大批國企面臨整併甚至倒閉的危機，許多職工被迫下

崗，失去穩定的經濟來源，也不再具備原先由工作單位提供的社會保障。在此背景

下，上海市政府於 1993年提出兩項社會政策創新，分別是最低工資與最低生活保
障，以應對計畫經濟轉變為市場機制的制度變遷階段，社會保障制度青黃不接所導

致的社會不穩定（Hammond, 2018, p.26）。為補充城鎮單位所提供社會保障的不
足，低保是以直接金錢轉移為主的社會救助政策，藉由提供人均收入低於低保標準

的家庭補助，以維持弱勢與風險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並避免因為生活難以為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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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社會動盪。換句話說，低保除了社會保障的功能外，更具有政治意涵，可以維

持威權統治正當性的效能。

不同於執行成效甚微的最低工資，上海市低保的施行成果相當顯著，進而在

改革開放地方分權的脈絡下，引發其他地方政府群起效尤。國務院進一步於 1997
年 9月要求地方政府負責籌備並全面實施城鎮居民低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網，
2016），並於 1999年逐步擴展至全境城鎮（Zhu and Zhao, 2018）。然而，由於低
保施行責任和財政負擔皆落在地方政府身上，造成各地實施低保的能力與成效皆有

所落差。另一方面，直到 2003年第十六屆三中全會時，中央才發布將低保推廣至
農村的要求，且一直到 2007年才達成，比城鎮低保發展遲了將近十年（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網，2003）。縱使目前城鎮依然較為富庶，農村對於低保需求應該會
較高；不過不論保障資格或者保障幅度，農村低保都顯著遜色於城鎮低保，資源分

配不均的現象更以欠發達地區更加明顯（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司、亞洲開發銀行中

國代表處，2006）。考量低保資源主要來自於省市政府資源，經濟弱勢的省市政
府提供低保的能力自然相對不足。如同其他社會福利與保障，低保的擴張與發展亦

隱含區域發展不均與城鄉隔閡的議題。相較之下，低保作為首個拓展至全國各境，

涵蓋城鎮與農村，且直接受益者最多的主要社會救助政策，具備沒有區分職業差異

的特質，相當適合作為探討地方福利差異時的研究對象。同時，低保作為社會救

助，亦具有發展最為完善，保障以直接金錢轉移為主，
4

４且資格僅考量家庭收入的

特質。

綜上所述，近年來中央政府提出共同富裕等強調社會公平的治理目標，社會

福利持續擴張，覆蓋範圍增加，且社會支出持續上升。然而地方福利資源是否仍存

在顯著差異，尤其是城鄉以及經濟發展水準差異是否擴大福利分配差距，仍需進一

步檢視。本研究期望透過各省低保現狀描繪目前中國的地方社會福利差距圖像，並

嘗試找出導致各省福利差距的因素。本研究以低保為例，透過實證資料分析，探討

各個省政府提供低保的意願與能力。本研究將特別關注各省的城鄉差距、社會穩定

性、各省財政，與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對於各省社會福利的影響。本研究也進一

步分析地方福利差距的長期影響，討論其對地方財政永續性，以及未來社會發展可

註４	  根據相關規定（北京市人民政府，2018），社會救助（包含低保）領取者具備基礎醫療等公共服務
資格。同時，Zhang等人（2017）透過河北與遼寧兩省兩個個案的比較研究指出，農村與城鎮低保
領取者所取得的公共服務有顯著差距。不過，考量資料完善程度以及可比性，本研究分析僅侷限於

與各省「低保」和「直接現金轉移」相關的指標，不包括醫療或其他公共資源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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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帶來的挑戰。

本研究章節安排如下。首先，於本節本研究提出「現今中國地方社會福利分

配是否公平？」、「造成地方福利差距的原因為何？」，以及「地方福利差距將如

何影響中國社會未來發展？」三個主要研究問題。然後，於第二節文獻回顧中，本

研究整理過去關於中國地方福利差距的相關研究，並討論以往文獻所提出導致地方

社會福利差距的可能因素。第三節則說明研究設計，根據文獻提出相應的假說，以

回應研究問題。接下來，透過實證資料的分析，於第四節進行各省的比較研究。最

後，第五節則說明本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綜合討論地方社會福利差異對於未

來中國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

貳、文獻回顧

在福利研究中，資源分配公平往往是核心議題。那麼目前中國社會福利是否公

平分配？什麼因素是其社會福利資源的分配依據？過去研究指出，計畫經濟的歷史

淵源，與中國式特色社會主義邏輯，可能進一步導致地方官僚治理，地方資源限制

與地方財務問題；而上述現象，都可能是造成社會福利政策對於各地居民保障有所

差異的原因（Huang, 2015; Li and Wu, 2022; Zhu and Zhao, 2018）。另外，儘管中
央政府社會支出逐年上升，卻未必為社會帶來相當的公平成效。以下將梳理過去關

於發展中國家、威權主義與社會福利擴張的相關理論與研究，並且回顧計畫經濟時

期及改革開放後，造成社會政策在不同地區發展迥異的研究與觀點。這些是以下本

研究爬梳的重點，歸納過去被提出、以及近期所浮現，可能導致中國地方福利差異

的數種觀點。

一、威權國家的社會福利與分配

過去從西方經驗發展出來關於研究福利國家的分析框架，在近年來受到諸

多檢討，咸認他們不一定適用於理解發展中國家的脈絡（Cammett and Sasmaz, 
2016）。首先，發展中國家多半沒有穩健的民主，執政者未必受限於憲法或相關
制度，也缺乏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機構。如此導致發展中國家缺乏各類族群的發聲管

道、個別民眾沒有穩定的聯盟或組織（coalition）支持，自然難以如同其他民主體
制已開發國家，由公民自發爭取自身應得的社會福利。也就是說，在發展中國家多

半實施威權體制的前提下，民眾的社會福利需求很難向執政者有效傳達。其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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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國家工業尚未發展完善，產業與經濟根基不穩，造成發展中國家政府可能並未

具備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實務上亦缺乏足夠的行政與財務能力，無法
提供完善的社會福利（ibid）。

為什麼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威權體制續存至今，卻也與民主政體一樣願意

為民眾提供社會福利政策呢？這種擴張福利動能中，政府又是如何分配社會福利資

源？De Mesquita等人（2005）提及威權國家政權如果希望長存，則必須在核心圈
內菁英（selectorate）與外部政治影響力較低的人（disenfranchised）之間取得平衡。
因此，威權政體可能選擇針對政治菁英提供較高程度的社會保障，而僅供給普通群

眾基礎的保障。Cammett和 Sasmaz（2016）也指出威權政體提供社會福利的方式
與理由，可以大致由以下三種模式歸納。第一類就是盡可能掠奪經濟發展結果，完

全不提供民眾社會保障。第二類則是僅僅提供有限的社會福利，並以之圖利威權政

體核心圈的政治菁英。第三類則是以結構性倍增（organizational multiplication），
大批增加某些群體的社會福利，以提高總體社會支持。雖然以結果而言，第三類會

達成最廣的社會福利覆蓋率，不過如此作法也造成社會福利日益碎片化，不平等的

程度反而大為增高。

以中國為例，Huang（2020）認為威權政府除了會給予核心圈較完善的社會福
利作為特權加以攏絡外，也會為了收買異議者或創造人力資本，而給予較不具備政

治影響力的群體相對基礎的社會福利。換句話說，發展中國家的威權政體亦透過分

配社會福利資源，確立統治正當性，以維持政權存續。在此脈絡下，我們可以將中

國政府在計畫經濟期間設置戶籍制度，以及建立城鄉間社會福利城鄉壁壘的作為，

視為對於城鎮居民作為核心群體的鞏固。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後、尤其近十年來社

會總體福利資源大幅增加的現象，也可以透過結構性倍增的觀點來解釋。因此，本

研究下一章節回顧中國戶籍制度、城鄉隔閡與社會福利再分配效果。

二、戶籍制度，城鄉隔閡與再分配效果

195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以國家為主體統一實施計畫經濟，且
依循蘇聯模式，優先發展工業部門。由於共產國家型態下資源有限，便將資源

貫注在城鎮，並以社會保障作為工業部門勞動者的紅利（Naughton, 2007; Dillon, 
2015）。同時，中央政府設計嚴厲的城鄉戶口制度來控制人口流動，避免農村農
業人口大量湧向都市，形成城鄉二元的戶籍體制，並與社會保障、社會福利與基本

公共服務等社會政策緊密連結。因此，長久以來，社會政策僅限於城鎮內國有企業



 超越城鄉差序？從低保補助探索中國各省社會福利差距　7

的單位所屬，特定職業群體才得以享有。

在戶籍制度規範下，社會福利體系被一刀切為「二級產業／城鎮」與「初級產

業／農村」兩部分，城鄉之間成為兩個福利世界，社會保障涵蓋程度亦出現城鄉差

異。如此一來，不同於西方福利國家社會政策多半專注於無業者等弱勢群體的生活

保障，中國社會福利保障重心集中於二級產業職工，其他職業或者無法就業的民眾

則嚴重缺乏社會福利政策的保障，尤其是農村地區居民更是如此（Selden and You, 
1997; Dillon, 2015）。顯而易見，當時屈指可數且割裂的社會政策，並不符合社會
主義下對於「社會公平」的理想。此外，城鄉雙軌治理的作法，也埋下日後社會福

利二元化的隱患，社會政策再分配的效果相當有限。

1980年代開始歷經十幾年的改革開放後，中國逐漸由社會主義下政府主導的
計畫經濟型態，轉變為市場導向的經濟模式。這段期間的經濟急速成長，國民生產

毛額也大幅提升，民眾的收入提高，生活條件也看似更加富足。但是，不同於普遍

貧窮的社會主義時期，改革開放後出現嚴重的貧富差距，以及社會階層化的現象。

舉例來說，歷經改革後市場化競爭下，私營企業能動性高且競爭力強，國有企業不

再具有優勢、逐一瓦解。原先擁有各項社會保障與福利的城市職工，開始面臨失業

與下崗，即失去穩定收入與各項保障的困境。為了照顧缺乏市場競爭力，甚至失去

經濟來源和生活保障的民眾，相關社會政策應運而生，如最低生活保障（Duckett, 
2020; Hammond, 2018; Qian, 2021）。

得益於人口紅利及便宜的勞動成本優勢，千禧年後中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

沿海的經濟特區吸引大量外省流動人口移入，並投身臨時工作；這些外出打工的民

眾多半是農業戶口，成為「農民工」。然而農民工群體受到戶口制度的限制，往往

難以取得與同期具有城鎮戶口的職工相等的社會福利保障。就算農村民工移動到

大型城市工作，因為他們的農村戶口，所享有的社會福利保障差距，仍然相當顯

著，更遑論沒有踏出農村的群體（Solinger, 1999; Gao et al., 2012）。直到 2008年
前後，在世界組織與勞權團體的關注與壓力下，中央政府陸續通過《勞動合同法》

等相關勞動保障，亦大力推行失業保險、養老保險與住房保障等諸多改革，嘗試提

升總體社會政策的品質。除此之外，2003年 SARS爆發後，顯現農村與部分城市
居民嚴重缺乏健康保險與相關醫療公共服務。於是，當年度中央政府設立「建立

和諧社會」的治理目標，並著手發展普惠式的醫療保險與服務，如新型農村醫療

保險與農村居民養老保險陸續建立（Qian, 2021）。至此，以往社會福利僅有單位
工人享有，或者因為戶口限制而出現的「城鄉壁壘」現象，才看似有所緩解（ibid; 
Ducket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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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縱使中央政府看似正在努力化解戶籍制度所造成的福利差距，實際上

非優勢群體仍不容易得到公平的資源。例如，躋身大都會的農民工子女，同樣難以

取得進入優質公共教育體系的機會（Friedman, 2022）。更甚者，中央政府可能已
經建立全新的戶籍制度架構，透過排擠農民工的教育與醫療資源的方式，以取得

社會福利等優勢來攏絡城鎮中的資本家與中產階級，並穩固統治狀態（Hong et al., 
2022; Wu, 2013）。換句話說，縱使近十年來社會福利與資源逐漸惠及以往受到忽
略的群體，戶籍制度的影響實際上並未完全消退，也無法證實如今社會福利真的達

到公平分配。目前造成社會福利資源分配不均的因素，有極大可能依舊存在。因

此，下一章節中本研究將回顧過去文獻所提出導致地方社會福利出現差異的因素，

並進行小結。

三、導致中國地方社會福利形成差異的因素

由於各項因素及治理需要造成中國地方具有些微差異情有可原，但是找出造成

地方福利差距的理由，進而縮小社會不均，依然相當重要（Guo et al., 2022）。過
去已有許多文獻針對中國地方福利差距進行研究，因此，本研究爬梳以往文獻，歸

納過去被提出，以及近期所浮現，可能導致地方福利差異的數種理論，並分別於本

節進行討論。首先，社會抗爭說從統治正當性的觀點，討論社會抗爭是否會「由下

而上」影響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分配。其次，部分研究關注中央、地方分權

的治理模式下，地方發展、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和地方官僚的治理能力等因素，會如

何導致地方社會福利的差異。最後，則討論各省發展階段與社會福利重心的不同，

會如何影響地方福利保障。透過整理以上影響地方福利差距的主要論點，本研究嘗

試窺探地方福利差距的成因。

其一，社會穩定性對於社會福利資源分配的影響。為了達到穩定社會與一體

化發展需求，政府會利用社會福利安撫民眾情緒（Dickson et al., 2016; Mok et al., 
2017），或者將社會救助視作社會安全閥，以防止底層階級成為社會動亂的火種
（Solinger and Hu, 2012）。例如 Ho等人（2022）便指出，如此福利惠民的現象無
關於民主或威權體制：以中國社會救助低保政策與印度國家農村就業保障對比後發

現，社會動員對於民主與威權政體而言皆具有極大影響力，能夠促進地方政府提供

社會福利的意願，進一步導致社會福利資源的分配出現差異。

Chen等人（2016）的研究也發現集體行為的風險愈高，愈有可能得到地方管
理者的關注。此外，Pan（2020）在其低保專書中，指出中國地方管理者會傾向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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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社會救助作為工具，以安撫特定被視為風險較高的危險族群，避免他們心生不

滿，進而引發社會動亂。威權體制下民眾同樣會透過社會動員與集體行為，向地方

管理者、乃至中央政府爭取社會福利。反之，政府亦透過提供社會福利以安撫民

眾、維持社會穩定，藉此達成政權存續。由此可見，本研究推測類似於民主社會，

威權體制下的地方管理者也需要正視人民需求，才能維持政權正當性。換句話說，

動盪程度不同，會是影響地方社會福利差異的一大主因。不過，這些討論社會抗爭

與社會福利關聯性的文章，尚未說明社會動盪對於社會福利的影響是否存在地方差

異的可能性，也就是他們並未討論地區間的異質性，是否導致社會抗爭對社會福利

的影響有所差別。

其二，省市級政府財務狀態對於政策施行的挑戰。各省經濟狀態，以及在改

革開放前、後發展軌跡的先天差異，會直接導致該省社會福利發展進程與成效皆有

所不同（Huang,  2015; Shi, 2012a, 2017）。舉例來說，Ratigan（2017）針對各省不
同類型社會福利支出占比進行分析，認為社福支出因為各省經濟發展程度而存在差

距：沿海省分在社會福利各個範疇，明顯有相對較多的政府支出，而中西部省分則

反之。如此結果相當直觀，省市財政與經費限制，自然會直接影響社會政策的執行

與效果。例如，Solinger與 Hu（2012）研究發現，富裕城市與相對貧困的城市對於
低保戶的安排可能略有不同。無獨有偶，Gustafsson和 Sai（2020）的研究提到，
以福利保障覆蓋程度而言，富裕城市的窮人可能遠比貧窮省市的窮人過得更好。與

此同時，也有以往研究由省分財務能力解釋地方福利差距，以及政策施行效果。例

如，Zhu和 Zhao（2018）針對低保擴張的研究指出，社會政策會受到央地關係，以
及市級同儕競爭壓力影響外，主要受制於省市財務。另一方面，社會福利政策也會

受到經濟發展其他需求等排擠。舉例來說，地方官僚可能更有意願投資於效果相

對顯著、更能作為政績，又對地方經濟發展有較即時助益的公共建設（Gao, 2017; 
Shi, 2012b）。如此現象顯示省市政府因為財力不足，或在分配財務資源上較無規
劃，造成地方社會福利缺乏再分配效果，而是反映地方官僚偏好與升遷需要。

威權主義與地方分權影響，加上戶籍制度的僵硬規範並未實質放寬，社會福利

主要由省市政府負擔與執行，亦塑造強烈的福利地區主義（Mok and Wu, 2013; Wu, 
2013; Shi, 2012a）。在社會福利施行與財務責任分權的狀態下，省市政府進行社會
保障資源分配時，相當有可能因為考慮資源限制，選擇犧牲弱勢群體如農民工的權

益，以保障原先即具有當地戶籍的居民，或更有財富創造能力的新貴階級，可以得

到較佳的社會福利資源（Hong et al., 2022; Wu, 2013）。再者，當財政收入由中央
集權管理，政策卻透過地方分權負擔與執行，可能導致政策效果不如預期，甚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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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貧富逆分配（林宗弘，2009）。地方分權背景下，除了考量財政資源豐沛性，強
而有力的地方官僚對於地方福利發展亦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Li和Wu（2022）檢
視脫貧攻堅，即以社會公平為核心的減貧運動，在不同市級行政區的施行效果時，

發現省、市委書記身分對於政策執行的效果有所影響。愈強勢城市的領導者在中央

權力圈的影響力愈大，更有機會吸引到來自中央的財務資源資助，並順利執行計

畫。如此，本研究認為考量地方分權、地方財政存在限制的狀態下，研究優先獲得

資源的群體與地區相當具備重要性，目前亦尚未得到完整解答。

第三，中國差距極大的區域發展特徵，與地方福利發展差異間的關聯。過去文

獻指出，省、市政府所提出的社會福利相關政策與公共支出狀態，會因應各地發展

階段不一，而有不同的發展重心。舉例來說，Ratigan（2017）透過集群分析指出，
省市政府除了福利支出總量不一致外，亦會出現福利焦點不同的現象。例如，城鎮

化和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的臨海富裕省分，由於積累人力資本的需要，會將資源主要

分配在教育和醫療等政策面向，以期提高競爭力並吸引國外投資。有些中部大省，

則集中於社會救助、扶貧，以及住房積金（補貼）等較有明顯能見度的社會福利，

來提升社會穩定。Ratigan認為如此地方差距來自省分經濟發展狀況、需求與考量
不同，所造就的省市政府資源分配取向差別。關注地方福利差距時，亦需要瞭解不

同省分的發展概況，例如 Qian與 Mok（2016）的研究結合財政資源觀點，亦指出
不同社會政策間可能具有擠出效應（crowding-out effect）。透過實證模型，作者
發現低保作為社會救助政策，會與職工失業保險間形成消長的負向關係。換句話

說，不同社會群體間為了取得社會福利，可能出現彼此搶占資源的問題。省市政府

也會為了滿足多數人的需求，選擇不同政策作為社會福利重心，進而影響社會福利

效果。

除了地區發展目標不同之外，考量計畫經濟時期將以工業生產為主的城鎮作

為發展中心，並邊緣化農村地區的作為，已經造成城鄉之間的福利差距，也進一

步導致目前城鎮與農村間社會福利發展的鴻溝（Selden and You, 1997; Gao, 2017; 
Hammond, 2018）。雖然以往相關研究指出，城鄉雙軌發展的體制對於城鎮與農村
造成影響，但是目前並沒有太多研究具體分析城鎮與農村間的差異，會對中國社會

福利的地方差距具有什麼樣的作用？也尚未有文獻討論，以上導致地區差異的因

素，在城鄉分野的脈絡下，會分別對於城鎮和鄉村社會福利分別造成什麼樣的影

響？

因此，本研究將考量以往文獻中提及對於中國地方社會福利造成影響的因

素，包含社會抗爭、省市財政限制，以及地方發展需求；並觀察城鄉差距與這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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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間互動，會對於地方社會福利差距，在城鎮與農村不同情境下分別產生哪些效

果。更具體來說，本研究認為分析地方社會福利差異是否依舊存在時，應該進一步

引入城鎮與農村的異質性進行討論；同時也應觀察城鎮與農村的特性不同，是否進

一步導致促進社會福利地區差異的因素具有相異的效果？在下一章節中，本研究進

一步提出研究假說以回應本研究問題「中國社會福利地方差距是否依然存在」，說

明本研究實證方法如何設計，並討論實證分析中所使用的變數，以及模型選擇。

參、研究設計

一、變數測量與對應假說

（一）城鎮與農村的區別

根據既有文獻，中央政府在計畫經濟時期實施的城鄉分治政策，影響力存續

至今。本研究推測，這一歷史背景導致當前中國社會福利的發展與資源分配，仍存

在顯著的城鄉差距。也就是說，除了受社會穩定、官僚體系及地區發展等因素影響

外，中央政府的社會福利治理原則，在根本上仍取決於城鄉屬性的不同。此外，由

於城鎮資源較為充足，低保政策在城鎮推行的時間較長，發展也更為完善，再加上

城鎮相較於農村更受中央政府關注，省市政府可能會在特定情況下提供更多低保資

源給城鎮地區，而未同等惠及農村。另一方面，考量到城鎮發展程度較高、城鎮居

民對其他社會保障的需求應高於低保，而農村的貧困人口相對較多，所以，城鎮與

農村的低保需求很可能有所不同。於是，本研究認為，影響低保政策的因素在城鎮

與農村可能有所不同，需分開探討。因此，本研究將分別建立城鎮與農村兩個模

型，以分析城、鄉不同屬性對低保政策執行的影響。

（二）依變數：各省領取低保的人口比例

以往學者使用省市政府社會支出等代理變量（proxy）進行地方福利差距的比
較研究，不過，如此作法較導致分析受到省市財務狀況，或者中央政府政策等其他

因素影響而波動。因此，參考 Hwang（2022）與 Huang（2015）等研究的操作，本
研究選擇以各省低保人口比例，即「取得低保的城鎮／農村人數除以全省人口」作

為依變數，而非各省政府用於社會救助的支出，可以更好地觀察各地方民眾受益於

低保的狀況。以下圖 1展示城鎮與農村低保比例隨時間變化，並說明三項值得注意
的趨勢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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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7年至 2022年中國各省平均低保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資料整理自中國民政部。

首先，2007 年至 2022 年期間，農村低保比例皆高於城鎮，反映出農村地區
貧困比例較城鎮高、長期存在相對嚴重的貧困問題。其次，農村低保人口比例在

2007 年至 2014 年間迅速上升，這主要因為 2007 年中央政府才全面推行農村低
保：縱使低保政策 1993年即由上海市政府所提出，1999年就已經拓展至全國城
鎮地區，不過，一直到 2007年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於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的通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網，2007），農村低保才逐步覆蓋全
境。也就是說，相對於較為完善的城鎮低保體系，農村低保發展慢了至少十年。因

此，可以推論需要農村低保協助的對象，在農村低保體系尚未發展成熟時，有極高

可能無法取得相應保障。第三，2014年後，低保比例普遍下降，農村低保維持於
3%左右，而城鎮低保降至 1.5%以下。本研究推測如此現象與中央政府於 2014年
到 2020年所施行的「脫貧攻堅」政策密切相關。脫貧攻堅是以降低中西部地區及
農村貧困率為目標的全國性運動，據官方媒體宣稱，共有 9989萬人脫離絕對貧窮
（人民網，2021b）。由於低保領取者主要的條件是收入低於一定金額、進入貧窮
狀態，鑑此，可以合理推論脫貧攻堅的進行會使低保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不過，農

村低保比例在脫貧攻堅運動之後仍舊高於城鎮低保比例，顯見貧困仍然相對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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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

（三）依變數：低保標準

除了觀察各省低保人數比例以外，本研究亦參考 Guo等人（2022）做法引入
「低保標準」（Dibao threshold）作為第二個依變數，以測量各地城鄉低保的福利
慷慨程度（welfare generosity）。考量低保比例觀察地方低保資源是否充足、惠及
需要的人群，低保標準可以展示低保的保障程度是否足夠、滿足領受者的需要。

低保標準由當地政府根據消費者指數等相關指標訂定。收入低於低保標準的家

戶經過審查後成為低保戶，地方管理者會將地方上所有低保戶的收入，以現金轉移

方式，調整至每人平均收入不低於低保標準。舉例來說，A地低保標準為 1395元
／月，則 A地收入僅有 500元的兩人家庭，會獲得 1395元乘以二扣掉 500元，也
就是 2290元／月的現金補助。若是 B地標準為 1000，B地同樣收入為 500元的兩
人家戶，就僅能取得 1000元乘以二扣除 500元，也就是 1500元／月的現金補助。
因此，如果僅僅考量低保的直接金錢轉移，可以理解為低保領取者會在低保標準越

高的地區獲得愈慷慨的協助。

從圖 2可以看出，2007年至 2022年間，城鎮與農村的低保標準皆顯著提升，
顯示低保福利的慷慨程度隨時間增加。然而，平均農村低保標準始終低於城鎮，兩

者之間一直存在明顯差距。以 2007年為例，平均城鎮低保標準為 200元／月，而
農村僅為 100元／月；至 2022年，平均城鎮低保標準上升至 750元／月，農村則
提升至 600元／月。儘管城鎮與農村低保標準隨時間皆有增長，城鄉之間的差距依
然存在，甚至有差距擴大的現象。也就是說，即使同屬一省市政府轄下，農村與城

鎮居民獲得的現金補助仍可能有顯著落差。

（四）主要自變數：城鄉差距

相對於其他變數，本研究著重於討論城鄉差距對於低保施行的影響，並預計

以低保標準的城鄉差距倍數，作為衡量各省的城鄉差距的代理變數。根據前面章節

的說明，透過低保標準得以觀察社會救助力道，也可以瞭解地方資源充裕程度。

因此，本研究藉由計算民政部所公布「城鎮低保標準減去農村低保標準除以城鎮

低保標準」，得以描繪各省在低保面向的城鄉資源分配差距。下圖 3顯示 2007年
至 2022年城鄉差距變數的變化，可以發現由 2007年的 60%以上差距降低至低於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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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7年至 2022年中國各省平均低保標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資料整理自中國民政部。

圖 3　2007年至 2022年中國各省平均城鎮與農村低保差距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資料整理自中國統計年鑑 2008∼2023（國家統計局，2008∼2023）。

平
均
低
保
標
準
︵
單
位
：
人
民
幣
︶

年

城鎮 農村

平
均
城
鎮
與
農
村
低
保
差
距
︵
單
位
：
%
︶

年



 超越城鄉差序？從低保補助探索中國各省社會福利差距　15

直觀而言，城鄉之間低保標準差距愈大，代表城鄉之間的資源差距愈大，亦隱

含該地方經濟表現較差。於是，本研究推論城鄉低保標準倍數差距愈大，受到地方

政府重視區域的低保受益者比例會較高，反之則低保受益者比例將較低。然而，考

量經濟弱勢的省分總體而言需要低保的人數眾多，加上地方政府較不富裕、資源有

所限制，因此，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地方低保標準應該會隨之較低。

 假說 1a：城鄉低保標準比例差距愈大，受該省政府重視的區域將低保比例較
高，反之則愈低。

假說 1b：城鄉低保標準比例差距愈大，低保標準愈低。

（五）其他自變數：社會穩定性

本研究以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計算「公共安全支出占地方政府一般支出的

比例」作為代理變量，測量各省的社會穩定程度，並進一步觀察維持穩定的需

求對於地方福利差異的影響。本研究亦曾嘗試使用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CLB）資料中，「各省各年抗爭事件數」作為代理變量，以檢視社會穩
定性是否影響低保，不過結果並不顯著。本研究認為 CLB所記錄的抗爭資料近八
成皆屬於工人集體行為，而受薪工人通常不會是領取最低生活保障的族群。因此，

本研究改以 Xu（2021）和 Hwang（2022）以公共安全支出比例為代理變量的作法，
來檢視社會穩定性對於低保的影響。圖 4顯示，平均公共安全支出比例約在 5%至
7%的區間波動。

本研究預期，社會不穩定對於地方政府提供低保的意願與能力，也會受到地方

政府財政能力，與資源分配排擠的效果干擾和影響。本研究推論，地方低保覆蓋會

與公共安全所占政府開銷比例負向相關。也就是當社會不穩定升溫，同時公共安全

支出占比提高時，低保領受者的比例也會隨之受到排擠而減少。而在環境相對穩定

時，低保比例應該會相對較多。與此同時，低保標準也應該會受到地方社會穩定程

度與公共安全支出的影響；公共支出比例愈多，可能會導致低保標準下降。因此，

相應假說如下：

假說 2a：公共安全支出占比愈高，低保比例愈低。
假說 2a：公共安全支出占比愈高，低保標準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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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07年至 2022年中國各省平均公共安全支出比例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資料整理自中國統計年鑑 2008∼2023（國家統計局，2008∼2023）。

（六）其他自變數：地方政府財政狀況與治理能力

延續前一段落對於地方社會穩定，公共安全與地方政府財務的討論，以下探討

地方政府財務狀況和治理能力對於低保造成的影響。過去研究指出，在地方財務狀

況獨立性愈佳，會有更充裕的資源可以發展社會福利（Li and Wu, 2022）。因此，
直觀而言，地方政府財政依賴程度愈低，代表地方資源愈充足，則應該出現低保比

例較高，且低保標準較高、保障程度較佳的狀況。本研究參考 Li和Wu（2022）的
操作，以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府的財務依賴程度，作為衡量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財

務狀況的方式。計算方式為將中國統計年鑑中「地方政府財政支出（budget）減去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revenue）後，除以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視為省級財政和治理
能力的代理變數。以下圖 5說明各省政府平均財政依賴程度的變化，可以發現數值
約在 45%至 55%之間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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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07年至 2022年中國各省政府平均財政依賴程度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資料整理自中國統計年鑑 2008∼2023（國家統計局，2008∼2023）。

本研究預期，考量省級政府的財政依賴程度愈高，則財政資源可能愈遭到限

縮，因此財政依賴程度將會與城鄉差距對於低保人口比例和低保標準的影響有類似

的關係。也就是說，本研究推論省級政府的財政依賴程度愈高，該省政府將優先把

低保資源分配在重視區域，使低保受益者比例會較高，反之則低保受益者比例將較

低。另外，由於資源限制，財政依賴程度愈高的省分將有愈低的低保標準。於是，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 3a：財政依賴程度愈高，受該省政府重視的區域將低保比例較高，反之
則愈低。

假說 3b：財政依賴程度愈高，低保標準愈低。

（七）其他自變數：對外貿易開放程度

考量改革開放後對外貿易開放度與外貿依存度，皆會從個人風險、民眾態度以

及省政府能力等各方面，為各省社會福利帶來影響（Hwang, 2022）。於是，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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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中國統計年鑑中「對外貿易產值除以省分總產值」作為代理變數，觀察對外貿

易開放程度是否會使低保狀態有所變化。下圖 6說明 2007年至 2022年間貿易開放
程度的變化，數值由 2007年的 40%略降至 2022年的 25%。

圖 6　2007年至 2022年中國各省平均貿易開放程度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資料整理自中國統計年鑑 2008∼2023（國家統計局，2008∼2023）。

理論上，各省對外貿易占比愈高，將使該省政府財務能力增強。再加上全球

化程度愈高個人風險亦會提升，民眾對於包含低保在內等社會福利的需求與意識，

自然會隨之提高。不過，因為開放程度和風險高，民眾對於醫療和年金等其他社會

福利的高需求，也會排擠低保資源。本研究預期由於省分貿易開放程度高將促進經

濟發展程度增加、貧困人口較少，因此城鎮與農村低保人數比例應該會較低。再

者，開放程度高的地區，該省政府會優先將資源分配在與教育和健康相關的社會保

險（Ratigan, 2017）。考量各省資源有限，本研究推測有鑑於其他社會政策支出增
高，低保保障會因而減少。換句話說，對外貿易開放程度會帶給低保比例與低保標

準負面的影響。

假說 4a：對外貿易占比愈高，低保比例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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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4b：對外貿易占比愈高，低保標準愈低。

（七）控制變數

本研究選取扶養比、城鎮失業人數與省際生產總值，以及消費者指數作為控

制變數，並詳列理由如下。根據以往中國地方福利相關研究，人口與勞動力結構

可能會影響地方福利，並造成差距（Dickson e al. , 2016）。同時，以往研究也曾
提及，家戶中需撫養人的比例愈高，可能也會使取得社會保障的機率上升（Huang, 
2015; Hwang, 2022）。此外，低保會成為地方政府對低收入家庭的兒童補助（Xiao 
et al., 2023, p.857）。也就是說申請家庭中是否有學齡兒童或青少年，或許會對是
否取得低保資格有所影響。鑑於扶養比昭示各別省分人口結構有所不同，人口結構

的差異，或許會導致取得社會救助保障人口比例有所改變。基於此考量，本研究也

依循以往研究作法，將扶養比加入迴歸分析模型進行討論。本研究使用城鎮與農村

低保標準進行分析，跟進 Guo等人（2022）進行低保標準研究的作法，納入消費
者物價指數作為控制變數。由於本研究分別對於城鎮與農村低保比例進行研究，選

擇城鎮、以及農村的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迴歸分析。另一方面，直觀而言各省生產

總值很可能對於低保的比例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本研究參考以往研究的作法

（Hwang, 2022; Qian and Mok, 2016），取對數後進行分析。同時，考慮失業狀況
會衝擊到居民收入，連帶致使需要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比例改變，亦加入迴歸模型

討論。上述數據來源皆為中國統計年鑑。

二、模型選擇

對於所取得的縱貫資料，本研究使用將透過去均值化（demeaning）的方
式，以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應用固定效應方法具有消除遺漏變數所造成的

偏誤（omitted variable bias）等優勢，也有無法進行組間比較（between group 
comparison）等缺陷（Breuer and deHaan, 2024）。不過，本研究目標僅為「比較
各個省分間的低保現狀差異」，使用固定效應模型是最合理的選擇。同時考慮到研

究對象具有省分的分組特徵，本研究對標準誤差進行分群調整（clustering），使
結果更加穩健，並將於第四節討論本研究分析結果。另一方面，為防止低保人數與

低保標準與地方政府財政間有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本研究將與財政相關的自變

數進行滯後處理，相應檢驗請參酌附錄說明。同時，本研究將利用彷彿無相關模

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以下簡稱 SUR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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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地方政府在進行城鎮與農村的決策時，兩者之間可能存在關聯性並影響估計效

率，並補充於附錄 2。最後，本研究將以使用單一自變數建立模型的方式進行穩定
性檢驗，並同樣補充說明於附錄 3。

肆、實證分析與討論

一、敘述性統計結果

表 1為本研究所使用變數的敘述性統計資訊。其中，依變數「城鎮低保比例」
平均為 1.46%，低於「農村低保比例」的 3.47%；總體而言，農村取得低保比例高
於城鎮。同時，表 1顯示依變數「城鎮低保標準」平均值是 466.91元人民幣／月，
而「農村低保標準」則是 315.05人民幣／月。

表 1　本研究變數敘述性統計表格（各省 2007∼2022年平均值）

變數名稱 觀察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依變數

城鎮低保比例（%） 496 0.0146 0.0107 0.0009 0.0482

農村低保比例（%） 496 0.0347 0.0259 0.0012 0.1538

城鎮低保標準 496 466.91 224.58 137.94 1330.00

農村低保標準 496 315.05 236.88 26.00 1330.00

自變數

公共安全支出比例 496 0.0581 0.0120 0.0348 0.1243

財政獨立性 495 0.5166 0.2030 0.0491 0.9360

貿易開放程度 496 0.2787 0.3265 0.0077 1.8001

城鄉差距 496 0.3941 0.1870 -0.0008 0.8983

控制變數

省際生產總值（對數） 496 4.17 0.46 2.53 5.11

扶養比 496 0.3814 0.0733 0.1927 0.5779

城鎮失業人數（對數） 496 25.78 14.96 1.00 82.50

城鎮消費者指數 496 9.44 11.12 0.00 79.19

農村消費者指數 496 10.34 13.23 -0.86 109.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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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控制變數（詳見附錄圖 A），各省平均城鎮失業人數約在 24萬至 26萬之
間浮動，不過 2020年至 2022年間的區間平均城鎮失業人數為近 35萬，高出約 10
萬。各省平均 GRP則自一兆穩定上升至四兆，平均扶養比在 2011年降至 33%後，
逐步上升至 45%。最後可以發現 2007年至 2011年各省平均城鎮與農村消費者指
數幅度更迭較大，2012年至 2022年間都穩定維持在 0至 10的區間。以上，本研
究透過敘述統計圖表瞭解低保及各項政治經濟宏觀指標的總體變化，接下來將展示

實證模型，並討論各項變數對低保造成的影響。

二、實證模型結果與討論

（一）影響地方低保比例的因素

本節討論各項政治經濟因素對於城鄉低保比例的影響。為討論城鎮與農村的區

別，本研究將應變數「低保比例」按照原始資料，切分為「模型一」城鎮及「模型

二」農村兩個部分，進行迴歸分析後，得到下表 2，並分析各項自變數對於城鄉低
保的影響。

表 2　各項因素對於低保人口比例的影響：固定效應模型

低保人口比例為依變數 模型一：城鎮模型 模型二：農村模型

省際生產總值（對數）
-0.0069**
(0.0022)

-0.0167**
(0.0062)

扶養比
-0.0024**
(0.0008)

-0.0056**
(0.0023)

城鎮失業人數（對數）
-0.0003
(0.0007)

0.0006
(0.0014)

公共安全支出比例
-0.0018**
(0.0006)

-0.0020
(0.0023)

財政依賴程度
-0.0003
(0.0003)

-0.0019***
(0.0005)

貿易開放程度
-0.0031***
(0.0008)

-0.0024**
(0.0011)

城鄉差距比例
0.0024

(0.0016)
-0.0062*
(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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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人口比例為依變數 模型一：城鎮模型 模型二：農村模型

常數
0.0140***

(0.0002)
0.0343

(0.0006)

觀察值 464 464

說明：(1)顯著水準 * p<0.10、** p<0.05、*** p<0.01。

　　　(2)應變數外，其餘變數皆進行標準化處理。

　　　(3)採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標準誤差以省分進行分群調整。

　　　(4)財政依賴程度與省際生產總值進行滯後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首先，透過表 2城鎮模型可以發現，各省公共安全支出比例每提高 1%，會導
致 0.18%城鎮低保比例的下滑。換言之，維護公共安全花費需求愈高的省分，城
鎮低保的受益人數就愈少，城鎮低保資源會受到維穩排擠。考量地方政府財政限

制，如果地方政府無力同時支應維穩費用與社會福利支出，將導致社會福利資源被

維穩需求排擠。而這樣的現象，僅在城鎮較為顯著，農村則較不明顯。

至於地方政府能力對於低保的影響，表 2農村模型顯示財政依賴程度對於農
村低保比例會有負面的影響：財政依賴程度每上升 1%，會使農村低保比例下降
0.19%。與此同時，城鎮低保並不受財政依賴程度影響，當財政依賴程度高時，會
使地方農村低保資源減少，但是並不改變城鎮低保比例。如此結果驗證中央政府以

城鎮為優先、忽視農村需求的分配邏輯確實存在。

另一方面，關於對外貿易開放程度對於低保的影響，根據表 2城鎮模型，貿易
開放程度每提高 1%，則使城鎮低保比例下降 0.31%，農村低保比例下降 0.24%。
會有如此的結果，除了來自貿易開放程度增高的省分，通常經濟發展時將使貧困人

口下降；另外也可以推斷為省分貿易開放程度較高，將較多資源分配給醫療保險或

者職工相關的保險，以至於低保人口比例受到影響下滑。

至於城鄉差距倍數對於城鎮與農村低保比例，以固定效應結果來看，對於城鎮

低保並不顯著，但是對於農村低保有負面的影響。觀察數值可以發現每 1%城鄉差
距的擴大，都會造成農村低保減少 0.62%。結合以上兩點，本研究推測在城鎮差距
較大、通常是省分較為貧困的時期，地方政府會對城鎮低保提供較為充裕的保障，

農村低保卻未必能夠取得同樣資源。換句話說，在地方資源較為貧乏的時候，地方

政府會優先分配資源至城鎮，而忽略農村的社會救助。

最後，控制變數的部分相當直觀，愈富裕、扶養比愈高的省分，低保比例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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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而城鎮失業人數，則不對低保比例造成顯著的影響。以上的討論旨在點出低保

所占人口比例與資源分配，接下來，本研究將討論各項變數對於低保標準，亦即低

保保障程度的影響。

（二）影響地方低保標準的因素

討論完各項因素對於低保比例的影響後，本研究以低保標準作為應變數，觀察

地方政府對於低保的保障幅度，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與影響低保比例的因素是否

相同？實證分析結果表格如下表 3所示，同樣分別有以「城鎮低保標準」與「農村
低保標準」為依變數的模型三與模型四，以瞭解兩者有所差異的現狀。

表 3　各項因素對於低保標準的影響：固定效應模型

低保人口比例為依變數 模型三：城鎮模型 模型四：農村模型

省際生產總值（對數）
301.89***
(29.21)

145.36***
(26.59)

扶養比
92.05***
(9.28)

77.25***
(8.65)

城鎮失業率
-10.20

(8.46)
-3.83
(8.95)

消費者指數（城鎮）
6.29

(3.38)

消費者指數（農村）
14.75***
(3.64)

公共安全支出比例
8.38

(14.73)
9.84

(17.60)

財政依賴程度
1.85

(5.63)
5.53

(4.76)

貿易開放程度
-112.65***
(23.49)

-156.77***
(23.91)

城鄉差距比例
-10.30
(17.38)

-109.44***
(18.09)

常數
494.25***

(2.91)
326.18***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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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人口比例為依變數 模型三：城鎮模型 模型四：農村模型

觀察值 464 464

說明：(1)顯著水準 * p<0.10、** p<0.05、*** p<0.01。

　　　(2)應變數外，其餘變數皆進行標準化處理。

　　　(3)採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標準誤差以省分進行分群調整。

　　　(4)財政依賴程度與省際生產總值進行滯後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首先，關於公共安全和各省政府財政依賴程度，低保保障程度不同於低保獲保

比例，在城鎮與農村模型都沒有受到顯著影響。亦即不同於取得低保人數比例，低

保標準並不會受到該省社會穩定性和政府財力改變太顯著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觀察表 3貿易開放程度與城鎮及農村的低保標準，都有顯著的負
向關係，參數分別是城鎮的 -112.65與農村的 -156.77人民幣／月。亦即各省對外
貿易開放程度每提高 1%，會使城鎮與農村低保標準分別下降 112.65及 156.77元。
以往研究曾指出全球化現象會促進社會福利發展，如愈高的對外貿易開放程度，

可能帶來其他社會保險保障，如醫療保險覆蓋率與保障幅度（Hwang, 2022）。不
過，考量社會地方分權、以各省政府財政作為社會福利主要負擔者的脈絡，貿易開

放程度在本研究模型中，卻反而成為造成低保保障幅度下降的因素。如此現象在城

鎮與農村皆顯著發生之外，在農村甚至更為嚴重，保障下降的幅度達到將近城鎮的

1.5倍。考量農村低保保障通常低於城鎮，如此下降會將對農村低保保障造成更加
嚴峻的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根據表 3的農村實證模型，當省分的低保城鄉差距愈大，農村低保
標準會顯著較低：城鄉差距每上升 1%，會對農村低保標準造成 109.44人民幣／月
的下降。雖然如此結果相當直觀，不過城鎮低保標準卻沒有相應減少。亦即在省分

城鄉差距較大時，城鎮低保標準不會受到明顯影響，但是農村的福利慷慨程度卻會

顯著下降。這再次驗證資源較為匱乏的省分會將資源挹注於城鎮，而並非社會救助

需求較高的農村，這也正是導致城鄉差距可能日益擴大的原因。

至於控制變數，低保標準與低保比例的分析結果相似：迴歸模型顯示不論在農

村還是城鎮，當省分生產總值愈高、扶養比愈高，則低保標準也會愈高。至於城鎮

失業人數對於城鄉低保標準，同樣未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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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綜上所述，城鎮低保資源受到維持社會穩定的需求，和因為貿易開放而提高的

其他社會福利需求排擠。而農村低保資源會因為省級政府的財政限制，與貿易開放

程度提高而減少。同時，在城鄉差距大的狀況下，農村低保資源會相對較少，亦即

城鎮資源可能會被優先保障。另一方面，對外貿易開放程度與城鎮和農村低保標準

間，都呈現非常顯著的負面關係，其中農村低保標準受到的影響更大。除此之外，

農村低保標準和城鄉差距擴大有顯著的關聯性：城鄉差距愈大，則農村低保標準愈

低，城鎮低保則沒有相同的現象。如此分析結果，驗證在省級政府處於資源缺乏狀

況下，除了城鄉低保標準會有所差距，對於城鎮與農村間的低保資源分配，也會以

城鎮為主，卻忽略農村。因此，本研究提出城鎮和農村異質性會影響地方社會福利

分配的論點，透過實證模型得到驗證。

本節以實證模型分別討論社會穩定性、省級政府財政狀況與能力、對外貿易

開放程度和城鄉差距四個因素，與低保覆蓋率和低保保障程度間的關係。下一章節

中，本研究將針對研究內容進行總結，並討論中國地方社會福利的差異可能會帶來

的影響。

伍、結論與未來展望

為解決日漸擴大的社會差距，中央政府近年提出新型城鎮化（2015∼2020），
脫貧攻堅（2015∼2020）與共同富裕（2021∼）等政策，希望透過加強經濟弱勢
區域的社會福利和公共建設，以達到區域和城鄉均衡發展的治理目標（人民網，

2021b，2021c；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1）。同時透過社會政策改革與戶籍制度改
革，來促進農村偏遠地區的城鎮化和工業化，以提升工業生產力與產值（中國共產

黨新聞網，2020）。這些力求經濟層面發展加速的政策作為，或許會是各省經濟
發展的新氣象。不過，目前尚未得知日益提高的城鎮化、工業化和對外開放程度，

是否為各地方帶來福利均等化，和降低城鄉差距的正面影響？此外，隨著改革開

放，中央政府是否能夠一改過去多軌併行、社會政策反而導致社會分層趨於嚴重的

狀況？以公平為倡議提出的相關政策目標，是否有效降低地方福利的差距，達到公

平性提升的效果？當前地方福利資源分配現狀，是否符合社會福利制度弭平個人風

險的期待？關於以上問題並未有確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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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此，本研究以發展歷史最悠久、沒有職業區隔、理論上應該最公平的社會救

助政策「低保」為例，探討近期中國經濟發展愈趨成熟後，地方福利差距的現狀。

回顧 Pan（2020）或 Ho等人（2022）的研究所述，社會抗爭與集體行為對於促進
管理者提供低保無疑相當重要。但是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低保資源會因為公共安

全支出而下降。如此分析結果呼應 Xu（2021）所指出的資源排擠現象，即社會抗
爭所導致市級政府耗費高額維穩費用，會降低社會福利分配效果。其次，本研究透

過研究財政獨立性對於低保的影響，回應 Mok和 Qian（2019）與 Guo（2022）等
學者指出政府財務改變資源分配將影響社會福利的理論。與這些觀點對話同時，本

研究認為鑑於中國過去城鄉雙軌的福利體制，針對地方福利資源的討論仍應考量城

鎮與農村特性有所不同，而這點對於低保等社會福利資源造成不一致的影響。

除了上述來自於過去研究導致地方福利差距的相關理論外，本研究確定城鄉性

質差異成為影響各省低保涵蓋率的決定性因素。在城鄉差距愈大的狀況下，各省政

府愈有將資源集中在城鎮地區的傾向，愈不利於取得農村低保，且所取得的農村低

保愈不慷慨。顯見各省政府的低保作為社會福利，實際上再分配效果並不彰顯，可

能還進一步導致城鄉差距擴大。其次，對外貿易開放程度愈高，對於城鎮與農村低

保卻有負面影響。由於開放程度高，造成民眾風險提升，對於低保的需求應該有所

增加。同時政府財務狀態較佳，各省政府提供低保的能力也理應隨之提升。但是透

過綜合觀察低保覆蓋率與低保標準卻可以發現，對外開放程度上升對於低保可能會

產生負面影響。再者，各省政府的財政依賴程度愈高，城鎮低保覆蓋不受影響，農

村低保資源卻會隨之下降。如此現象可能意謂著財政依賴程度較高的地方，農村低

保會被縮減以提供更多其他社會福利資源，如將較多資源分配於城鎮，或者醫療保

險和年金等其他社會福利。

本研究以低保所進行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省分經濟與財務各方面狀態愈

佳，則社會福利保障資源愈足夠。這些特徵對於農村低保的影響力更大，亦即各省

城鎮與農村低保具有差別，顯示以往計畫經濟時期所留下的城鄉隔閡遺緒至今依舊

有影響力。本研究結果亦指出農村低保在省分經濟狀態較佳、勞動力與生產總值較

高時，會有較佳表現。以低保而言，顯然福利待遇在省級層次的差距依舊存在。本

研究推斷比起追求實質意義上的社會公平，中央政府所提供的社會福利或許僅停留

在維持統治正當性，以回應高速經濟發展與工業化後的社會結構變化，並寄望得以

提高未來的經濟表現。在此思維下，社會政策實際上並沒有達到太多補足農村弱

勢、均衡城鄉不均和差距的作用，農村與城鎮間仍然存在強而有力的隔閡，甚至出

現因為經濟發展程度而導致的社會福利保障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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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顯示各省政府的財務能力差距與資源分配決策，是直接形成地方社

會福利差距的主要因素，有以下證據說明。其一，縱使集體行為確實會影響低保，

但是加入各省財務因素以及獨厚城鎮的政策慣俗作用後，導致社會抗爭對於低保產

生負向的排擠，這點完全不同於功能論所提集體行為可以促進政府提供更多社會福

利的效果。再者，縱使社會救助具有平衡城鄉差距的初衷，但是迴歸結果顯示城鄉

差距大的省分較無能力供應農村、也就是弱勢區域的低保。這點說明財務能力不足

的各省政府所能提供的低保保障會更加薄弱，該省分需要社會救助的群體亦愈加無

法擺脫弱勢狀態。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城鄉差距、社會抗爭、對外開放程度等各

項因素，會影響各省財務表現與資源分配；而地方社會福利的保障與公平性，最終

是由政府財務能力與資源分配來形塑。

這個研究發現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社會福利的資源分配差異機制有更深的理

解，同時說明即使在千禧年以後，中央政府提出城鄉一體化乃至於新城鎮化的

政策理念，試圖拉近區域與城鄉之間的社會保障差距（Shi, 2012a, 2012b; Guo, 
2022）。在這個指導方針下，進行多項社會政策改革，例如在老年經濟安全與醫
療照顧領域中，分別於 2013年與 2014年實施「城鄉居民醫療保險」與「城鄉居民
養老保險」，將全部人口納進相關保險制度的保障。乍看之下，建立起涵蓋全國人

口的福利制度是相當不容易的政績，畢竟時至今日，中國仍舊處於中等收入國家的

發展階段。但是由於其社會福利地域化的制度特性，社會政策仍舊呈現清晰的城鄉

間與地區間差距，進而維持福利階層化的現象。在過去經濟高速成長的年代，這種

福利待遇差別或因所有人都雨露均霑而不會太過凸顯；但是隨著近年來的經濟動能

減速，各地財政的收支狀況日益艱困，各省政府負擔福利的能力差距將更為拉大。

在這種情形下，往往是弱勢群體的福利待遇首當其衝被犧牲，這點也顯現於針對貧

困人口的社會政策補助，例如本文探討的城鄉低保補助日益減弱現象。在可預見的

將來，中國是否還能如 2021年時所宣稱的全面脫貧以及小康社會，將是未來值得
關注的重要議題。

 （收件：113年 12月 22日，接受：114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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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於附錄中，本研究補充三個關於方法論的說明。

附錄 1說明使用滯後變數作為工具變數是否合適的相關統計量，檢驗結果支持
以滯後變數作為工具變數的做法。

附錄 2使用 SUR模型的兩個作法進行穩定性檢驗（Robustness Check），總結
於表 B-1與 B-2。結果可以發現，考慮省分特徵後，SUR模型的迴歸結果與固定
效應模型的主要趨勢一致，支持本研究所述假說。

附錄 3以單一自變數逕行迴歸進行穩定性檢驗（Robustness Check），總結於
表 C-1、表 C-2、表 C-3與表 C-4。檢驗結果可以發現，單一自變數模型與四個自
變數共同迴歸的模型結果幾乎一致。

最後，附錄 4圖 A則分別展示本研究模型中所使用的控制變數歷年變化。 

附錄1

 本研究以自變數滯後一期作為工作變數，並透過以下檢定確認該作法是有
效的。

表 A　檢定自變數滯後一期作為工具變量

以低保人口比例為應變數 以低保標準為應變數

城鎮 農村 城鎮 農村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H0: 工具變數無識別能力）

6.185 (0.0129) 6.185 (0.0129) 6.184 (0.0129) 6.258 (0.0124)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10則工具變數有效）

297.941 297.941 290.668 289.883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10則工具變數有效）

51.714 51.714 49.892 50.0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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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由於本研究希望關注城鎮與農村間的低保資源和慷慨程度的變化，因此分別以

城鎮和農村樣本透過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不過，如此做法可能會忽略各省政府

在進行城鎮和農村決策時，可能相互影響。SUR模型考慮城鎮與農村模型間的誤
差項相關性，若兩者確實存在聯動或相互影響，便可透過聯立估計提高估計效率。

於是，本研究以 SUR進行穩健性分析，以檢查固定效應結果的穩健性。
不過，固定效應模型與 SUR模型的模型假設與比較重心有所不同：固定效應

模型控制各省內部不變的異質性，關注同一省分隨時間和自變數變動下的變化。

而 SUR模型則假設城鎮與農村低保的誤差項可能相關，如果決策受到相似因素影
響，透過 SUR模型聯立估計將可以提高估計效率。本研究關注各省政府如何在城
鄉差距、社會穩定性、財政依賴程度及對外貿易開放程度變動的背景下調整與分配

低保資源，因此，本研究以固定效應模型做為主要分析方式，而 SUR模型結果則
在附錄補充。

同時，固定效應模型與 SUR模型的估計結果可能略有差異，這反映兩種模型
在假設具有根本性的差異：固定效應模型主要分析同一省分內的低保變動，控制不

變的省級異質性，而 SUR模型則假設城鎮與農村低保標準的誤差項相關，透過聯
立估計提高估計效率。因此，兩者結果的差異是可預期的，這並不代表結果不一

致，而是反映了模型假設上的差異。

最後，綜觀以下結果，可以發現考慮省分特徵後，SUR模型的迴歸結果與固
定效應模型的主要趨勢一致，支持本研究假說。如此結果表明本研究實證結果在不

同模型下具一致性，進一步驗證其穩健性。

（一）影響各省低保比例的因素

觀察迴歸結果如以下表 B-1，其中，公共安全支出比例愈高，貿易開放程度愈
高，則城鎮與農村低保人口比例愈低，符合研究設計所提出的假說。關於財政依

賴程度高，SUR模型迴歸結果顯示城鎮低保顯著升高、農村低保不顯著降低的現
象，則同樣證實本研究所建立的假說，亦即各省政府在財政狀況依賴程度較高時，

將優先保障所重視區域（城鎮）的資源。

然而，於 SUR模型當中，可以發現城鄉差距愈高的省分，低保人口比例愈高
的情形。本研究認為，如此現象可以由 SUR模型納入跨省間比較來解釋：經濟狀
況較差的省分，通常城鄉差距較大，低保比例自然也較高。因此，不同於固定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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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將各省各自對比，SUR模型出現城鄉差距愈大、低保比例愈高的現象，也
相當合理。

表 B-1　各項因素對於低保人口比例的影響：SUR模型

低保人口比例為依變數 模型一：城鎮模型 模型二：農村模型

省際生產總值（對數）
-0.0024***
(0.0003)

-0.0052***
(0.0007)

扶養比
-0.0052***
(0.0002)

-0.0005
(0.0006)

城鎮失業人數（對數）
-0.0018***
(0.0003)

-0.0024***
(0.0007)

公共安全支出比例
-0.0009***
(0.0003)

-0.0068***
(0.0006)

財政依賴程度
0.0010***

(0.0002)
-0.0007
(0.0005)

貿易開放程度
-0.0047***
(0.0003)

-0.0091***
(0.0008)

城鄉差距比例
0.0017***

(0.0003)
0.0060***

(0.0007)

觀察值 464 464

說明：(1)顯著水準 * p<0.10、** p<0.05、*** p<0.01。

　　　(2)應變數外，其餘變數皆進行標準化處理。

　　　(3)財政依賴程度與省際生產總值進行滯後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影響各省低保比例的因素

與以低保比例為應變數的模型相同，以低保標準為應變數的 SUR模型基本上
符合研究設計時的各項假說：公共安全支出比例愈高，財政依賴程度愈高，與城鄉

差距比例愈高，都將使低保標準相應下降。

至於貿易開放程度愈高、低保線愈高的現象，同樣可以透過 SUR模型具備跨
省比較內涵的理由來解釋：經濟發展程度愈佳的省分，通常貿易開放程度愈高，自

然低保標準會較高。然而，在固定效應模型觀察不到這樣的現象，因為省分個別特

徵已經被固定效應控制並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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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各項因素對於低保標準的影響：SUR模型

低保人口比例為依變數 模型一：城鎮模型 模型二：農村模型

省際生產總值（對數）
5.33

(6.24)
6.89

(5.11)

扶養比
52.05***
(4.87)

31.49***
(4.12)

城鎮失業人數（對數）
18.76***
(5.73)

14.29***
(4.62)

消費者指數（城鎮）
-23.51***

(3.90)

消費者指數（農村）
-1.18***
(3.40)

公共安全支出比例
-36.20***

(5.08)
-23.55

(4.27)

財政依賴程度
-23.81***

(4.23)
-2.86***
(3.73)

貿易開放程度
41.92***
(6.68)

28.12***
(5.58)

城鄉差距比例
-146.21***

(5.85)
-205.32***

(5.00)

觀察值 464 464

說明：(1)顯著水準 * p<0.10、** p<0.05、*** p<0.01。

　　　(2)應變數外，其餘變數皆進行標準化處理。

　　　(3)財政依賴程度與省際生產總值進行滯後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附錄3

以下，本研究以單一自變數透過固定效應模型對於各應變數進行分析，結果發

現與研究結果章節的綜合模型方向一致，具有穩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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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各項因素對於城鎮低保人口比例的影響

城鎮低保人口比例為依變數
模型一：

公共安全

模型二：

財政依賴

模型三：

貿易開放

模型四：

城鄉差距

省際生產總值（對數）
-0.0088***
(0.0012)

-0.0075***
(0.0014)

-0.0079***
(0.0012)

-0.0044**
(0.0020)

扶養比
-0.0029***
(0.0009)

-0.0034***
(0.0008)

-0.0036***
(0.0008)

-0.0028***
(0.0007)

城鎮失業人數（對數）
-0.0025
(0.0007)

-0.0005
(0.0008)

-0.0005
(0.0007)

-0.0004
(0.0008)

公共安全支出比例
-0.0021***
(0.0005)

財政依賴程度
-0.0001
(0.0003)

貿易開放程度
-0.0029***
(0.0007)

城鄉差距比例
0.0025

(0.0015)

常數
0.0137***

(0.0001)
0.0140***

(0.0001)
0.013***

(0.0001)
0.0143***

(0.0000)

觀察值 464 464 464 464

說明：(1)顯著水準 * p<0.10、** p<0.05、*** p<0.01。

　　　(2)應變數外，其餘變數皆進行標準化處理。

　　　(3)採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標準誤差以省分進行分群調整。

　　　(4)財政依賴程度與省際生產總值進行滯後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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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各項因素對於農村低保人口比例的影響

農村低保人口比例為依變數
模型一：

公共安全

模型二：

財政依賴

模型三：

貿易開放

模型四：

城鄉差距

省際生產總值（對數）
-0.0059
(0.0037)

-0.0079**
(0.0033)

-0.0056*
(0.0030)

-0.0125**
(0.0050)

扶養比
-0.0045**
(0.0018)

-0.0042**
(0.0017)

-0.0050***
(0.0018)

-0.0066***
(0.0024)

城鎮失業人數（對數）
0.0009

(0.0015)
0.0006

(0.0014)
0.0006

(0.0014)
0.0006

(0.0032)

公共安全支出比例
-0.0013
(0.0025)

財政依賴程度
-0.0022***
(0.0007)

貿易開放程度
-0.0034**
(0.0014)

城鄉差距比例
-0.0065*
(0.0032)

常數
0.0352***

(0.0003)
0.0353***

(0.0001)
0.03452***

(0.0001)
0.0346***

(0.0004)

觀察值 464 464 464 464

說明：(1)顯著水準 * p<0.10、** p<0.05、*** p<0.01。

　　　(2)應變數外，其餘變數皆進行標準化處理。

　　　(3)採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標準誤差以省分進行分群調整。

　　　(4)財政依賴程度與省際生產總值進行滯後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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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各項因素對於城鎮低保標準的影響

城鎮低保標準為依變數
模型一：

公共安全

模型二：

財政依賴

模型三：

貿易開放

模型四：

城鄉差距

省際生產總值（對數）
326.96***
(22.50)

320.91***
(23.08)

304.60***
(14.93)

293.51***
(34.73)

扶養比
100.67***
(11.54)

102.68***
(12.43)

97.54***
(9.37)

95.98***
(11.75)

城鎮失業人數（對數）
-6.78
(9.69)

-5.97
(9.40)

-9.28
(7.81)

-6.50
(9.83)

消費者指數（城鎮）
0.76

(2.64)
0.75

(2.66)
6.08

(3.40)
1.24

(2.59)

公共安全支出比例
8.19

(13.38)

財政依賴程度
0.07

(5.79)

貿易開放程度
-113.47***
(22.51)

城鄉差距比例
-23.96
(22.08)

常數
497.90***

(1.68)
497.02***

(0.99)
494.49***

(0.91)
494.20***

(2.94)

觀察值 464 464 464 464

說明：(1)顯著水準 * p<0.10、** p<0.05、*** p<0.01。

　　　(2)應變數外，其餘變數皆進行標準化處理。

　　　(3)採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標準誤差以省分進行分群調整。

　　　(4)財政依賴程度與省際生產總值進行滯後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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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各項因素對於農村低保標準的影響

農村低保標準為依變數
模型一：

公共安全

模型二：

財政依賴

模型三：

貿易開放

模型四：

城鄉差距

省際生產總值（對數）
294.00***
(29.36)

277.13***
(24.95)

253.41***
(17.41)

134.34***
(31.13)

扶養比
114.48***
(14.84)

119.75***
(15.77)

111.53***
(9.62)

83.40***
(14.64)

城鎮失業人數（對數）
1.97

(12.31)
3.70

(11.84)
-1.13
(9.82)

1.00
(11.14)

消費者指數（農村）
6.86**

(3.30)
6.85**

(3.28)
13.22***
(4.32)

9.13***
(2.63)

公共安全支出比例
18.81

(16.58)

財政依賴程度
-1.99
(6.95)

貿易開放程度
-169.12***
(25.11)

城鄉差距比例
-127.29***
(24.16)

常數
343.57***

(2.17)
341.503***

(1.17)
337.59***

(1.05)
326.51***

(2.90)

觀察值 464 464 464 464

說明：(1)顯著水準 * p<0.10、** p<0.05、*** p<0.01。

　　　(2)應變數外，其餘變數皆進行標準化處理。

　　　(3)採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標準誤差以省分進行分群調整。

　　　(4)財政依賴程度與省際生產總值進行滯後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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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以下，本研究提供各項控制變數 2007年至 2022年間的敘述性圖表，以觀察
各項控制變數隨時間的平均變化。

圖 A　2007年至 2022年個別變數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資料整理自中國統計年鑑 2008∼2023（國家統計局，200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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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he Urban-Rural Gap? Exploring 
Inter-Provincial Welfare Disparities of 

Dibao in China

Yu-tzu Lo 
M.A.,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hih-jiunn Shi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 studies on expanding social welfare in China argued that local 
governments increase social spending and enhance public welfare to preclude 
social unrest and to maintain the regime legitimacy. Some suggest that local 
bureaucracies,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the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local welfare performance, leading to unequ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Meanwhile, since the planned economy era, central government has 
focused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has relied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ukou) system to regulate social mobility. These policies have led to welfare 
development gap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aims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whether local welfare disparities in 
China still persist; and what the main factors are that influence local welfare 
expansion.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Guarantee” (Dibao) program-China’s innovative and relatively 
equitable welfare policy-as the analytical locus. Us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ata from 31 provinces from 2007 to 2022, the study conduct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design employs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receiving Dibao benefits and Dibao standards in each province as the 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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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 social stability, provincial finances, 
trade openness, and the urban-rural gap.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Dibao policies exhibit significant implement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long with inconsistencies in distribution rules of resources. More 
specifically,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larger the urban-rural gap, the fewer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to rural Dibao.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government’s 
urban-biased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persisted; and continues to adversely 
affect local welfare disparities.

Keywords:  Dibao, Welfare Sub-Nationalization, Urban-Rural Gap, Social 
Secur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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